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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论：方法与视角

学术研究要在前代和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

创新，大致有两个渠道：一是新材料的发现；二是新方法、新视角的

选择和运用。古今中外的学术进步和创新，概莫能外。对于汉晋

文化思潮变迁之研究而言，新材料的发现虽有可能，但至少目前还

没有可以用来重新诠释汉晋文化思潮发展变迁的新材料。所以，

重新诠释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，摆在我们面前的，只有新方法、新

视角的选择和运用这个渠道。

本书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，采用的是“内在理路”这种研

究方法，选择的是尚通意趣这个新视角。试图通过尚通意趣这个

新视角，研究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“内在理路”。

提出“内在理路”观点，并成功地用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

史的，是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。他在《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》

一文中说：

现在西方研究 或 ，有

很多种看法。其一个最重要的观念，就是把思想史本身

看做有生命的、有传统的，这个生命、这个传统的成长并

不是完全仰赖于外在刺激的，因此单纯地用外缘来解释

思想史是行不通的。同样的外在条件、同样的政治压迫、

同样的经济背景，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

的后果，得到不同的反应。所以在外缘之外，我们还特别

要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。我称之为内在的理路（

，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

题，需要不断地解决，这些问题，有的暂时解决了，有的没

有解决，有的当时重要，后来不重要，而且旧问题又衍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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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问题，如此流转不已。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

⋯⋯如果我们专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，撇开政治、经

济及外面因素不问，也可以讲出一套思想史。从宋明理

学到清代经学这一阶段的儒学发展史也正可以这样来处

理。

对于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研究，过去的研究者多从社会、政治、经

济等角度，探讨当时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之变化对汉晋文化思潮

变迁的影响。这可以侯外庐先生的《中国思想通史》为代表，用余

英时先生的话说，这种观点属于“外缘影响”论。仅仅从“外缘影

响”研究文化思潮之变迁，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，余英时先生言之

甚详，现当代学者也多注意到这个问题。所以，当“外缘影响”论被

学者普遍采用的时候“，内在理路”的研究也逐渐被学者重视，如汤

用彤先生的《魏晋玄学论稿》，按照人物品鉴 名理学 言意

之辨 玄学这样一个学术思路研究魏晋玄学的发生发展；贺昌

群先生的《魏晋清谈思想初论》，从老庄之学的复兴、诸子学之重光

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生观之转变，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，这种研

究视角，他称之为“文化之决定因素”。实际上，他与汤用彤一样，

走的是“内在理路”的研究路子。不过，准确地说，汤、贺二先生走

的虽是“内在”的路子，但对“内在”之“理路”却缺乏深入的阐释。

如汤用彤先生认为由汉代的儒学发展到魏晋的玄学，是“学问演进

之必然趋势”，是“学理之自然演进”，至于学理何以会朝着由儒而

玄的“必然趋势”而“自然演进”，即学理演进的“内在”的“理路”问

题，却未予充分的解释。又如贺昌群先生注意到老庄之学的复兴

和诸子学的重光，以及人生观之转变，对汉晋学术思潮变迁之影

响，至于老庄之学何以会在此时复兴？诸子学何以会在此时重光？

他亦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。所以，与汤用彤先生一样，他对“内

①余英时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》第 页，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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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”的“理路”的诠释，也是不够的。余英时先生撰著《汉晋之际士之新

自觉与新思潮》一文，从“士之内心自觉”的角度解释汉晋文化思想之

变迁的“内在理路”，提出“汉晋间学术思想之变迁以个体内心之自觉

为其背景”的新说。然而，他于“士之内心自觉”所发生的文化背景，却

又语焉不详。因此，可以说，直到目前为止，学术界对汉晋文化思潮变

迁的“内在”的“理路”的了解是欠缺的，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。

作者非常赞同余英时先生的观点：撇开政治、经济及外面因素

不问，专从思想史的“内在理路”着眼，也可以讲出一套思想史。将

余英时先生的方法运用到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研究上，作者认为：

专从“内在理路”着眼，也可以讲出一套汉晋文化思潮变迁史。本

书就是从尚通意趣这个新视角，探讨汉晋文化思潮的“内在”的发

展“理路”，展示汉晋文化思潮发展的“自主性”。讲文化思潮发展

的“内在理路”，并不排斥其所受的“外缘影响”。关于这一点，余英

时先生在《〈论戴震与章学诚〉增订本自序》中指出：他并不是要用

“内在理路”说来取代“外缘影响”论，历史任何一方面的重大变动，

其造因都是极其复杂的，任何企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

的努力都是失败的。“内在理路”说不过是在展示学术思想变迁的

“自主性”，但是这种“自主性”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它的有效性也

是受到严格限制的，它不过是为历史的转变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，

它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缘解释，而且也可以与一切有效的

外缘解释互相支援、互相配合。 具体在本书中，作者在阐释汉晋文

化思潮变迁的“内在理路”时，亦时时不忘“外缘影响”，本书曾多次

引用侯外庐、杜国庠先生关于汉末魏初游离经济对文化学术发生影

响的观点，来阐释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不

过，由于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文化学术的“内在理路”，阐释由汉而

晋的文化思潮之变迁过程，所以，对当时一切外在的政治、经济、社

①余英时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书首，生活 读书 年版。新知三联书店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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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等等变动于文化思潮变迁之影响，或着墨不多，或略而不论。

受余英时先生的启发（虽然我是在本书初稿即将完成时，才接

触到余英时先生的“内在理路”说，但亦不妨说是一种启发。因为

余英时先生运用“内在理路”说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成功范例，使我

对本书的研究有了范式依据和充分信心），本书选择了强调“内在

理路”，淡化“外缘影响”的方法，研究汉晋文化思潮的变迁。接下

来的问题就是研究视角的选择。研究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“内在

理路”，有很多视角可供选择，但如何选择一个最佳视角，却是很费

周折的。在最初设计这项研究课题时，作者打算选取人物品鉴这

个极富时代特色而又被现当代学者普遍关注的视角。因为人物品

鉴是汉末魏晋六朝时期影响广泛的一项社会活动，对当时士风、学

风、文风皆产生过十分深入的影响。故现当代学者如汤用彤、宗白

华、王瑶、李泽厚等，在讨论魏晋玄学、美学、文学和文论时，皆重视

人物品鉴，认为人物品鉴是了解魏晋六朝学术思想的关键。受这

些前辈学者的影响，作者当时认为人物品鉴是研究汉晋文化思潮

变迁的最佳视角。但是，随着阅读的积累和思考的深入，这个观点

就逐渐地被动摇和瓦解了。因为作者发现，人物品鉴虽然影响着

魏晋士风、学风和文风的发展进程，但人物品鉴同士风、学风、文风

一样，亦受着某种时代风尚的影响，而朝着同一个方向（即由实入

虚）发展。所以，人物品鉴是研究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“内在理路”

的一个重要出发点，但却不一定是最佳的视角。作者深信，研究汉

晋文化思潮变迁之“内在理路”的最佳视角，应是影响魏晋人物品

鉴、士风、学风、文风之发展呈现出共同走向（即由实入虚）背后的

那个“某种时代风尚”。

要寻求这个“某种时代风尚”，并非易事。经过一番艰苦的思

考和探索，作者逐渐注目于汉末魏晋六朝时期的尚通风尚。不过，

激发作者将尚通风尚假定为研究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“内在理路”

的最佳视角，则是得力于葛兆光先生的启示。葛兆光先生在《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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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史的史与思想史 写法之二》一文中说：

有时，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，知识的变动是

思想变动的先兆。像在讨论魏晋玄学的时候，人们也可

以看到，那种表面非常玄虚的哲理讨论的背后，也有相当

复杂和深厚的关于知识的历史背景。研究者普遍不曾注

意的是，恰恰是东汉博学通儒的知识主义倾向，使得当时

知识阶层的知识取径大大拓展，而这种知识拓展的直接

后果，正好就是瓦解了儒家经典作为知识的惟一性，“性

与天道”这种儒家不曾精研的命题顿时成了各种思想入

侵的缝隙，各种杂驳的知识就成了人们阅读的热门，正是

在这样的情势中，老庄思想才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思想的

资源，佛教关于佛性的经典才会被如此多的人研读。

虽然本书的研究结论与葛兆光先生的观点不尽相同，比如，本书提

出的尚通意趣，与葛兆光先生提出的“知识主义倾向”，就有比较明

显的区别。但是，使作者认识到尚通意趣在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中

的重要性，激发我将之假定为研究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“内在理

路”的最佳视角，则确是葛兆光先生的这段文字和差不多同时出版

的《中国思想史》（第一卷）的相关论述。

在葛兆光先生的论著的启发下，作者参阅了章学诚、鲁迅、贺

昌群、牟润孙以及日本学者吉川忠夫等人的相关论述，进一步坚定

了信心，使本书的研究视角由当初的“假定”，变成了最后的“认

定”。作者深信：尚通是魏晋六朝的时代精神，尚通意趣是研究汉

晋文化思潮变迁之“内在理路”的最佳视角。

需要郑重指出的是，本书选择尚通意趣这个新视角研究汉晋

文化思潮变迁的“内在理路”，但作者并不排斥一切言之有理的新、

旧阐释。在探讨“内在理路”时，也充分吸收学术界的“外缘影响”

《读书》 年第二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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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成果；选择以尚通意趣为视角中心，也兼采其它持之有故的研

究视角，如人物品鉴。本书的目的，旨在通过尚通意趣对汉晋文化

思潮变迁之“内在理路”，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，提供一种可能的诠

释。当然，它既不是惟一的层面，亦不是惟一的诠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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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　　问题的提出与全书提要

本书以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为研究对象。但是，作者为本书

所确定的研究范围却是相当有限的，它不是泛论汉晋文化思潮之

发展历史，亦非简单排列汉晋文化思潮之异同。而是着眼于“变

迁”二字，分析产生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内在原因，研究汉晋文化

思潮发展的“内在理路”。

汉晋文化思潮之显著差异，在学术界已是共识。但这种共识多

半停留在经验或印象层面，并未得到认真而全面的清理和总结。本

书力图从士风、学风和文风三个层面，清理和总结汉晋文化思潮的

差异。但清理和总结汉晋文化思潮之差异不是本书的写作目的，它

只是作者的一个工作平台。本书的研究，是在这个工作平台上，揭

示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，分析其发展演变的“内在理路”。

研究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原因及其“内在理路”，自近代以来，

就受到学者的关注，并提出了若干有影响的观点。作者在借鉴前

辈学者和当代学人之观点的基础上，发掘出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相

当流行的尚通意趣，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

迁（这正是本书副标题的意思）。作者认为：尚通意趣虽不是汉晋

文化思潮变迁的惟一原因，但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中的诸多问题，甚

至许多根本性的问题，惟有从尚通意趣出发，才能获得比较确切的

解释。

为了说明提出本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在本章，作者将

对以下问题进行说明和分析。即：汉晋文化思潮之差异主要体现

在哪些地方？近代以来学术界对该问题之研究的得失分析，本书

研究的基本取向，等等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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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汉晋文化思潮之差异概说

在中 年）到隋文帝国历史上，从汉高祖刘邦建国（公元前

年），共计约八百年时间，学术界或杨坚开国的开皇元年（公元

泛称为中古时期，或习惯性地称之为汉魏六朝。总之，是将这八百

年视为一个完整的、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的。其实，无论

是从政治、经济等制度文化方面看，还是从学术思想、文学艺术和

士人风范等精神文化领域考察，汉魏六朝实在是可以分成两个独

立阶段的，即以汉朝四百余年（ 公元年公元前 年）为

年 公元 年）约四百年第一阶段，以魏晋六朝（公元 为

第二阶段。这种划分，不仅是为了时间上的整齐划一，实在是因为

以建安、曹魏为转折点的汉朝四百年与以晋为中心的魏晋六朝，在

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皆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异。从政治上看，

汉朝四百年，是一个基本能维持大一统局面的统一时期，以晋为中

心的魏晋六朝，相对来说，则是一个动荡、分裂时期。从社会特点

上看，汉朝四百年相当于西方的中古时代，魏晋六朝则大略相当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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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是本书所讨论的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。 思想文化领域，其差

异就更是显而易见。可以说，汉魏转折之际，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

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。王国维曾经指出：“学术变迁莫剧于三国之

际。” 曹聚仁亦说“：汉魏之际， 概而言之，汉中国学术大变。”

代文化思想可称为经验主义的，举凡思想、学术、艺术，概莫能外，

而晋宋文化思想则是自然主义或浪漫主义的。这种差异，具体体

现在士风、学风和文风上。

、汉晋士风之差异：从经明行修到简易通侻

汉晋士风之差异，主要体现在当时士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

生行为方式上。一般说来，汉代以察举取士，其察举之科目有孝

廉、明经、贤良方正、质朴敦厚、逊让有行等，其所重者在言与行，而

士人进身之途径亦在言与行。于是，当时士人最重德行操守，以经

①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一书中，把清代视为中国历史上的“文艺复兴时代”。

刘大杰首先提出异议，认为魏晋时代才是一个“文艺复兴”的时代，他说“：魏晋的文化

思想，可以说是旧的破坏时代，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建立时代。无论哲学文艺宗教人生

观各方面，都脱离了旧时代的桎梏，活跃而又自由地发展着新的生命。这些新生命，都

是后代文化思想的重要种子，在这个时代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有着文艺复兴的意味

的。（”《魏晋思想论》第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）宗白华亦认为魏晋六朝时代

“社会秩序的大解体，旧礼教的总崩溃，思想和信仰的自由，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，使我

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 （，《美学散步》第的‘文艺复兴 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

版）。余英时在《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》一文中亦指出：十四、十五世纪意大利

知识分子个性发展之环境、历程，与中国汉晋之际的士人有极多的相似之处（《士与中

国文化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）。萧艾《试论〈世说〉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意

义》一文亦认为：“只有魏晋时期相当于西欧的文艺复兴。因为这一时期的确恢复了战

国百家争鸣的局面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，最突出的特点是冲破中世纪神权的统治，人

文主义思潮澎湃；文学、艺术从宗教束缚中解脱，取得了新的成就。一言以蔽之，是人

的觉醒，是个性的解放。魏晋时期不正是挣脱儒家礼教的枷锁，新学说、新理论争相萌

芽，文学艺术走向自觉、独立的道路吗？（”《〈世 年说〉探幽》之《代序》，湖南出版社

版）

②王国维《汉魏博士考》，见《观堂集林》卷四。

③曹聚仁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第 页，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 年店

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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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行修、砥砺名节为人生之最高追求，故当时多有修廉隅异操、苦

读经书，以邀名者。因而，当时之清议名流，月旦人物，尚实际，重

功业，贵德行，尊经术，实为传统儒家品鉴人物的道德标准。魏晋

时期，清议名流月旦人物，则普遍倾向于贵通博，尚浮华，重交游，

贱名节，鄙俗功，尚超脱，贵放逸，尊识度，重清简。在此期间，儒家

的德行操守虽未完全废弃，但已明显让位于姿容言行、风神韵致，

谨守儒学的行为方式已经被儒道兼综的方式所取代，特别是道家

达生任性、贵生轻节、旷而且真的人生追求成为当时人们的兴趣所

在“，不是人的行为节操，而是人的内在精神性（亦即被看作是潜在

的无限可能性）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。完全适应着门阀贵族们

的贵族气派，讲求脱俗的风度气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。不是一般

的、世俗的、表面的、外在的，而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、本质

的、特殊的、超脱的风貌姿容，才能成为人们所欣赏、所评价、所议

论、所鼓吹的对象”。

裴頠《崇有论》批评魏晋士人“薄综世之务，贱功烈之用，高浮

游之业，埤经实之贤”。又说其时士人“立言借其虚无，谓之‘玄

妙’；处官不亲所司，谓之‘雅远’；奉身 ，。散其廉操，谓之‘旷达

干宝《晋纪总论》亦说魏晋时期“，学者以庄老为宗而 六经，谈者

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，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，进仕者以苟得

为贵而鄙居正，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”。 裴、干二氏虽说

是批评时弊，但亦颇为中肯。一般而言，汉人尚功业，重德行，其风

度是庄严、雄伟的。魏晋人则以放达、文雅为特点。与汉人的谨

严、拘泥不同，魏晋人是通侻、简易。如果说汉人的人生是一种道

德境界、道德人生，追求的是外在的功业操守；那末，魏晋人的人生

①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第 页，文物出版社 年版。

《全晋文》卷三十三。

《文选》卷四十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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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是一种艺术境界、艺术人生，魏晋人追求的是一种诗意化的人生
，

神韵。 超脱汤用彤说：“汉人朴茂，晋人超脱。朴茂者尚实际。

者重玄虚。宗白华说“：晋人之美，美在神韵。” 魏晋人的这种神

韵之美，被后世学者称为“魏晋风度”或“魏晋风流”。

总之，汉代士风以经明行修、砥砺名节为特点，魏晋士风则向

着浮华玄虚、率真自由的方向发展。

、汉晋学风之差异：从渊综广博到清通简要

汉代学术是经学，魏晋学术是玄学。汉代经学，无论是古文经

学，还是今文经学，皆注重名物考证和文字训诂，是一种重据守实

的考据之学。魏晋玄学，虽与经学相关，但它却是儒道兼综，而又

以道家为主，因而与汉代经学不同，它是一种讲究寄言出意的义理

之学。这是从宏观上讲。具体而言，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在学术

取径、方法和目的等方面，皆存在着显著的差异。

首先，在学术取径方面。汉代训诂文字、考证名物的章句之

学，拘于儒经，墨守师法家法，重实尚用，学者以通经为进身之阶，

或以经学断政事，“率多不便属辞，守其章句，迟于通变，质于心

用”， 执障、拘泥、繁琐是它的最大特点。魏晋玄学，祖尚玄虚，

探求大义，“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”，“以博依为急务，谓章句为专

鲁”。 其所讨论的问题，如才性之辨、本末之辨和言意之辨，都是

超越经验世界的玄远问题，即形而上的问题。讨论之范围也不限

于儒家之六经，老庄哲学和佛教经典也逐渐成为学术思想的重要

资源，“性与天道”这些儒家不曾精研的命题也成为学界的热点。

①汤用彤《言意之辨》，见《魏晋玄学论稿》第 页，中华书局 年版。

②宗白华《论〈世说新语〉和晋人的美》，见《美学散步》第 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

年版。

③干宝《晋纪总论》，见《文选》卷四十九。

④裴子野《雕虫论》，见《全梁文》卷五十三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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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，在学术方法上。汉人治学，重师法家法，陈陈相因，述而

不作，因循守旧，是一种经验性的学术方法。魏晋学者治学，不为

章句，以探求义理为本，以构建本体之学为旨归（包括玄学本体、人

格本体、文学本体），重视创新求异，是一种思辨性的学术方法。由

此之故，汉人治学，重实守据，博而不能返约，虽有渊综广博的特

点，但亦不免深芜繁琐之弊。魏晋学者治学，“略其玄黄而取其隽

逸”，讲求“寄言出意”“，寄形出神”，主张以简驭繁，举一统万，因而

有清通简要的特点。

其三，在学术目的上。汉人治学，重在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，

简言之，就是重象重言。魏晋学者重意，重神。换句话说，汉人重

“学”，魏晋人尚“识”。重“学”者，识其事而不能通其理，是知识积

累型的学者；重“识”者，着重阐释义理，辨别是非，是思想型的学

者。

总之，汉代学风有渊综广博、繁琐拘泥的特点。魏晋学风则向

着清通简要、自由活泼的方向发展。

、汉晋文风之差异：从错彩镂金到清水芙蓉

汉晋文学风气的不同，主要体现在创作方法、抒情方式和文学

风格三个方面：

首先，在创作方法上。汉代文学家，特别是赋作家，奉行的是

“ “草区禽族，庶品杂类”，推类而言，极丽靡之辞”的创作方法，

无不一一罗列，这种与汉代经学相呼应的文风，表现了汉人对自然

和社会的大一统式的总结，同时也说明了汉人的艺术概括能力不

强，还不善于选取典型来表现一般，对少与多的辩证法缺乏深入的

《汉书 扬雄传》。

《文心雕 诠赋》。龙



第 13 页

体会。因此，它虽有酣畅淋漓的好处，但亦有一览无余的缺陷。

与此相应，汉代诗歌也有“气象混沌，难以句摘”的特点。魏晋文学

家，受到玄学家举一统万、以简制繁的学术方法的启示，深明以典

型表现一般、以少胜多的道理，因而在文学创作中也贯彻着“片言

明百意”的方法，如创作佳句秀句，以笼罩全篇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

子。另外，汉代文学家受经学重师法家法的影响，在创作中摹拟习

气特重，千人一面，缺乏个性特点。魏晋时期，文人的创新求变的

意识特别浓厚，文学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明显，“若无新变，不能代

雄”，是当时文人的一个创作原则。

其次，在抒情方式上。汉代文学，特别是乐府古辞，往往是按

照情感发展的自然顺序来安排诗篇结构，形成一种平铺直叙的、线

性的、单一的抒情方式，缺乏变化和曲折。而魏晋诗歌，其抒情方

式往往是网状的、复合的，按照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，让读者

从各个侧面去领略诗人的情思。

第三，在艺术风格上。汉代艺术，以大为美，以力量为美，以古

朴为美，多丈夫气，显得厚重、遒劲，有气势，有混沌的特点。汉赋

的长篇巨制，汉雕刻的庞大体积，无不如此。同时，还崇尚华丽，以

饱满（力量）和绚丽（丽彩）厌悦人心，重外在的涂饰，使欣赏者获得

一种视觉感官上的满足，是一种“错彩镂金”式的艺术风格。魏晋

艺术，与汉代尚大重力不同，多是小巧玲珑的。也与汉代厚重、遒

劲的艺术风格不同，多是秀逸、精致、空灵的，有女郎气。它虽然也

重外在的涂饰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气韵之美。它没有汉

代艺术的“陵嚣之气”，也不像汉代艺术那样“叫嚣夸大”“、愤怒”，

而是“沉静的、是敏感的”“，能以冷静头脑驾驭强烈感情”，表现的

①参见王锺陵《中国中古诗歌史》第 页，江苏教育出版社 年版。

②参见刘跃进 阀贵族与永明文学》第 页，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

版。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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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“不是力而是韵”。与汉代的“动”相反，它以“静”为特色。 读

者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审美愉悦，是一种“清水芙蓉”式的艺术风格。

总之，汉代文学饱满充沛、典雅壮丽，体现出一种“错彩镂金”

之美；魏晋文学以清新秀逸、精致空灵为主要特点，体现出一种“清

水芙蓉”式的艺术风格。

二、近代以来有关汉晋文化思潮

变迁研究之观点评述

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，如上所述，呈现出由经验主义而自然主

义的发展特点。具体地说，在士风方面，是从汉代的经明行修向魏

晋的简易通侻方向发展；在学风上，由汉代的渊综广博向魏晋的清

通简要方向发展；在文风上，由汉代的“错彩镂金”向着魏晋的“清

水芙蓉”方向发展。总之，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，大体呈现出避实

就虚的特点。关于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，古代学者已有明确认识，

如《后汉书。儒林传序》云：

太初元年，梁太后诏：大将军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弟

就学⋯⋯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。然章句渐疏，而多

以浮华相尚，儒者之风盖衰矣。

颜之推《颜氏家训 勉学篇》亦说：

学之兴废，随世轻重。汉时贤俊，皆以一经弘圣人之

道，上明天时，下该人事，用此致卿相者多矣。末俗已来

不复尔，空守章句，但诵师言，施之世务，殆无一可。故士

大夫子弟，皆以博涉为贵，不肯专儒。

指出汉晋间学风之发展变化。对于汉晋间士风之变迁，宋人程颐

说：

①顾随《诗文论丛 驼庵文话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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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之士多名节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，遂至苦

节，苦节既极，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，尚浮虚而无礼法。

礼法既亡，与夷狄无异，故五胡乱华。

这是对汉晋士风变迁的精审总结。对于汉晋文风之变迁，《文心雕

龙 通变篇》和历代诗话著作多有说明，兹不引述。总之，古人已清

楚地看到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，并准确地指出了汉晋文风、士风、

学风之差异。但是，一个明显的缺陷是，他们多半停留在经验事实

的陈述层面，未能深入探讨汉晋文化思潮发生如此重要变化的深

层原因。

近代以来，汉晋文化思潮的变迁问题引起了学者的重视，许多

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。归纳起来，大致是从以下两

个角度进行的：一是从学术思想本身演变的角度，探讨汉晋文化思

潮演进之“内在理路”，其要点大致涉及儒学的危机、诸子学的复

兴，特别是老庄思想、名理学和人物品评等等方面，也具体讨论到

扬雄、王充、马融、仲长统、曹操等人在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中的重要

作用。二是从政治、经济等“外缘影响”的角度，探讨当时政治格局

和经济形态之变化对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重要影响。其中，代表

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：

第一个用近代科学观点研究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“内在理路”

的，是哲学史家汤用彤先生。他曾经很明确地指出：

玄学统系之建立，有赖于言意之辨。但详溯其源，则

言意之辨实亦起于汉魏间之名学。名理之学源于评论人

物⋯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。

统观《魏晋玄学论稿》一书，汤用彤先生是按照人物识鉴 名理

学 言意之辨 玄学这样一个学术思路来研究魏晋玄学的发

《二程集》卷十八《河南程氏遗书序》。

②汤用彤《 页。言意之辨》，见《魏晋玄学论稿》第



第 16 页

生发展过程的。虽然作为方法论意义的言意之辨对玄学之形成是

否有如此关键的作用，已遭到学术界的质疑， 但他所揭示的玄

学起于人物识鉴和名理学这一点，则是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。

因此， 《人物志》一书后指他在考察集汉魏人物品鉴之大成的刘

出：

魏初清谈，上接汉代之清议，其性质相差不远。其后

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。此其原因有二：（一）正始以后

之学术兼接汉代道家之绪，老子之学影响逐渐显著，即

《人物志》已采取道家之旨（。二）谈论既久，由具体人事

以至抽象玄理，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。

这是从学术“内在”之“理路”角度探讨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。同

时，他也比较注重政治环境对文化变迁的影响，他说“：自东汉党祸

以还，曹氏与司马历世猜忌，名士少有全者，士大夫惧祸，乃不评论

时事，臧否人物。此则由汉至晋，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，由

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，亦时势所造成也。”因此，他认为：汉晋文化

思潮之变迁“，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进，一方因时势所促成，遂趋于

虚无玄远之途，而鄙薄人事。” 汤用彤将内因（即“内在理路”）与

外因（即“外缘影响”）联系起来考察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，是很全

面的。特别是他对外因的探讨，虽然简略，但也很有说服力。然

而，他所说的内因是“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”“、学理之自然演进”，

至于学理何以会朝着由实而虚的“必然趋势”而“自然演进”，他未

予说明，虽然这正是研究魏晋玄学的重点。实际上，我们从他的内

因探讨中“，隐约可以感受到黑格尔老人《精神现象学》中的那绝对

①陈明《六朝玄音远，谁似解人归

辑，中学》第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年版。

②汤用彤《读〈人物志〉》，见《魏晋玄学论稿 页。》第

③汤用彤《读〈人物志〉》，见《魏晋玄学论稿》第 页。

魏晋玄学研究四十年的回顾与反思》，《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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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念的 ，。影子

汤用彤之后，对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作过深入研究的是贺昌

群先生。他认为：文化之变迁，取决于“文化之决定因素”，而“文化

之决定因素”有二：一为人生观之信仰“，一社会中人生观之转变，

必在其社会秩序起重大变化之时，或社会之生存受重大威胁之时，

新人生观之曙光，初启明于少数先知先觉，因时代之推演而逐渐延

播于社会之多数，此新人生观逐渐居于时代思潮之领导地位”；一

为经济制度，它“包括生产工具，生产条件，与直接从事生产者间之

一切关系”。从这个前提出发，他着重从汉晋人生观之转变，研究

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。他认为：“汉晋间人生观之转变，盖因大一

统政治之崩溃，由儒家严肃之教条思想，解放而为老庄旷达任性之

自然主义之思想。”这种人生观的转变，突出而典型地表现在东汉

时期“达生任性，不拘儒者之节”的马融身上。认为马融在世的八

十七年中“，政治社会，学术思想既经巨变，因而对于人生意义莫不

持一种批评与怀疑之态度，岁月既久，遂演成其时代之新人生观，

新学术思想”。 贺昌群从人生观之转变探讨汉晋文化思潮之变

迁，表面上看与汤用彤的人物品鉴视角不同，实际上是一事之两

面，并无显著的区别。因为人物品鉴之标准尺度，实际上就是一代

士人的人生价值观念。问题是，贺昌群揭示出汉晋人生观之转变，

在于老庄之学的复兴。然而，老庄之学何以会在此时复兴？以及

为什么会在此时发生“诸子学之重光”？他皆未能从学理上予以解

释，也没有从时人的内在深层需要的角度进行说明。

解放后，思想史家侯外庐、杜国庠，从政治、经济之外部因素解

释了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。他们认为：两汉与魏晋的基本分野，是

①陈明《六朝玄音远，谁似解人归 魏晋玄学研究四十年的回顾与反思》。

②贺昌群《汉魏间学术思想之流变》，见《魏晋清谈思想初论》第 页，辽宁

教育出版社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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